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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开采引起的次压缩对隧道长期沉降的影响 
刘国彬 1，李  青 2，吴宏伟 2 

（1.同济大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上海 200092；2.香港科技大学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香港） 
 

摘  要：软土地区盾构隧道建成后往往伴随有明显的长期沉降，较大的隧道沉降会严重影响地铁系统的运营及安全。然而，

目前对于软土地区隧道长期沉降机制的认识尚不明确。以上海地区地铁盾构隧道 1999－2007 年间的隧道沉降为例，通过室

内试验及现场监测对引起隧道长期沉降的因素，特别对地下水开采引起的软土及砂土层次压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第 4
含水砂层具有明显的次压缩特性，抽取地下水引起的第 4 含水层的压缩，特别是其次压缩变形，是引起隧道长期沉降的主要

原因之一。因此，严格控制该承压含水层地下水开采是目前缓解上海地铁隧道长期沉降的主要措施。 
关  键  词：隧道长期沉降；第 4 含水层；次压缩；地下水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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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econdary compression due to groundwater mining  
on long-term tunnel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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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partment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Department of Civil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Large long-term tunnel settlements are generally observ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shield tunnel construction in soft clay. It 
is well-recognized that significant tunnel settlements may pose a threat to the serviceability and safety of underground metro systems. 
However, the mechanisms of the observed large long-term tunnel settlement in soft clay are still not fully understood. Measured 
tunnel settlements of a metro line in Shanghai from 1999 to 2007 are studied. Several possible causes, especially secondary 
compressions of clay and sand layers due to groundwater mining, are investigated based on laboratory test and field monitoring 
results. Noticeable secondary compression of Aquifer IV was found in some areas in Shanghai. The compression of Aquifer IV, 
especially the secondary compression due to groundwater mining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reasons for long-term tunnel settlement. 
Controlling groundwater mining in Aquifer IV is vital to minimize large tunnel settlement in Shanghai. 
Key words: long-term tunnel settlement; aquifer IV; secondary compression; groundwater mining 
 

1  引  言 

随着上海城市规模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修建地

铁已成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途径。自 1995
年 1 号线开通以来，截至 2010 年 6 月上海已开通运

营 11 条线路、267 座车站，运营里程达到 410 km。

预计到 2020 年上海将建成 877 km 的轨道交通网

络。然而，上海地铁 1、2 号线实测数据显示，隧道

沉降呈持续发展的趋势。较大的隧道沉降可能会引

起隧道管片的破坏、渗漏及移位[1]，危及轨道交通

系统的安全。随着越来越多的地铁建成并投入使用，

地铁隧道长期沉降的问题也将日益突出。 
由于现场监测通常时间跨度较大且成本昂贵同

时影响隧道长期沉降的因素复杂，因此，关于隧道

长期沉降的实测数据相对较少，对沉降机制的认识

尚不明确。Grantz[1－2]报道了沉管式隧道使用过程中

的长期沉降，并总结了引起沉管隧道沉降的可能因

素，其中包括：下卧层地质条件、泥砂淤积、隧道

基础施工方法、超载等。陈基炜等[3]以上海地铁 1
号线隧道变形数据为背景，分析了 1995～1999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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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沉降规律，指出上海地区隧道沉降是受地铁运

营、地铁沿线施工及地表沉陷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黄宏伟等[4]对上海软土盾构隧道因长期沉降引

起的纵向变形和结构性状进行了研究，指出不均匀

的下卧土层分布及邻近隧道的施工荷载是引起隧道

纵向变形不均匀的主要因素。但目前对引起上海软

土地区地铁隧道长期沉降的主要原因尚无定论。 
本文以韦凯等[5]报道的上海 2 号线（1 期）隧

道沉降为例，结合地下水开采历史，通过室内试验

及现场监测对可能引起隧道长期沉降的因素，特别

对地下水开采引起的软土及砂土层次压缩进行了研

究。确定了引起上海软土地区隧道长期沉降的主要

原因，并提出了缓解隧道长期沉降的措施。 

2  2 号线地质条件 

上海坐落于长江三角洲最东部，与江苏、浙江

两省相邻。地铁 2 号线（1 期）所处位置如图 1 所

示。1 期工程于 1995 年 12 月开工建设，1999 年 2
月全线贯通，隧道西起中山公园，东至龙阳路，线

路全长 16.4 km，沿线分布了 12 座车站。经过多次

延伸，目前 2 号线（徐泾东－浦东国际机场）全长

约 60 km，投入运营车站 31 座，是一条横贯上海市

连接黄浦江两岸的东西线路。本文 2 号线特指 2 号

线 1 期工程。图中同时标示出了地质勘查剖面 A-A
的位置，沿该剖面分布了 5 个深达基岩的钻孔

（BH1～BH5）。 
 

 
图 1  地铁 2 号线（1 期）及沿 A-A剖面的钻孔位置 

Fig.1  Locations of Metro Line 2 ( phase I )  
and bore holes along sections A-A 

 
图 2 所示为沿 A-A 剖面的地质条件。上海地区

广泛分布着 200～350 m 的第四纪松散沉积物。受

地质历史时期冷热气候交替及海平面升降变化的影

响，形成了 6 个黏土层及 5 个承压含水层（砂层）

交替出现的地质条件。上述含水层、黏土层在局部

缺失，如第 5 承压含水层主要分布在北部的谷沟凹

陷区。从图中可以看出，第 1、2、3 承压含水层在

局部地区相互联通，不同区域第 4 含水层厚度差异

明显。图中还显示了 2 号线的投影位置。地铁 2 号

线隧道中心线至地表的平均深度约为 13 m，隧道外

径为 6.2 m，因此，隧道覆土厚度 C 与隧道直径 D
的比值约为 1.6。 

上海地下水位埋深约为地面以下 1 m 左右。

50 m 范围内为地下工程中常见土层。地表以下 2 m
为填土层，3～22 m 深度范围内普遍分布着淤泥质

黏土层[6]，地铁 2 号线就位于这一软弱黏土层中。

软土层下为 20 m 厚的粉质黏土层，第 1 承压含水

层为粉细砂，位于地表下 40 m。尽管各承压含水层

厚度及埋深各有不同，第 2、3、4、5 承压含水层大

约分布在地表以下 60、110、170、260 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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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A剖面工程地质剖面图 

Fig.2  Shanghai geological profile along section A-A 

3  隧道施工方法及监测仪器布置 

上海地铁隧道均采用土压平衡盾构法施工，盾

构机身长为 6.24 m，直径为 6.34 m，并配备了同步

注浆系统以减少因土体扰动引起的地表沉陷。上海

地铁单条隧道因施工引起的地层损失率约为

0.5%～2%[7]。2 号线隧道衬砌外径为 6.2 m，内径为

5.5 m，每环由 6 块宽为 1.0 m，厚为 0.35 m 的钢筋

混凝土预制管片拼装而成。 
图 3 为本文所用测量仪器布置图。测压管记录

承压含水层水位，用以计算其孔隙水压力的变化。

通过布置在地表的水准点来监测 2 号线隧道沿线的

地表沉降值。各黏土及承压含水层均安装了一对分

层沉降标，测量土体压缩（或回弹）量。如图 4 所

示，隧道沉降测量以地铁附近基岩标为高程控制点，

利用地铁车站附近的水准点将地面高程精确传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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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站台水准点，隧道内按照Ⅱ级水准测量规范进行

全程观测。隧道内的水准点为不锈钢材质，每隔 5 m
左右将监测点埋设于整体道床轨枕中间。2 号线隧

道监测开始于 1999 年 12 月，监测频率约为半年一

次。本文所述为 2 号线 1999 年 12 月至 2007 年 5
月间的隧道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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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测量仪器布置图 (单位: m) 

Fig.3  Layout of installed instruments (uni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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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隧道沉降测量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tunnel settlement 
measurement 

4  2 号线隧道长期沉降实测结果及 
分析 

图 5 为 2 号线上行线隧道沉降曲线[5]（以中山

公园站为参考点计算里程）。因为东、西行隧道中心

线相距约为 17 m，两条隧道沉降具有相似的变化趋

势，所以文中用上行线实测隧道沉降为例进行分析。 
2007 年 5 月上行线隧道沉降最大值发生在  

6.1 km 处（靠近人民广场），其大小约为 144 mm。

值得注意的是，隧道沉降监测始于 1999 年 12 月，

距隧道全线贯通（1999 年 2 月）已经 10 个月，因

此，实际的隧道沉降可能大于图中所示隧道沉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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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 号线上行线隧道沉降曲线[5] 

Fig.5  Measured tunnel settlements along upline of Metro Line 2 

 
2 号线沿线的地质条件差异明显（见图 2），因

此，隧道的不均匀沉降（或隆起）十分明显。然而，

在图中箭头所示位置隧道沉降量均小于 25 mm，甚

至小于 2号线人民广场站附近隧道施工后 90 d内的

短期固结沉降量[8]。目前没有足够的地质勘查资料

证明箭头所示地区的地质条件与其他地方存在明显

差异，因此，这些区域隧道沉降较小的具体原因尚

不明确，可能与隧道施工条件有关。从 2 号线隧道

沉降曲线还可以看出，隧道在监测初期发生了隆起。

2000 年 3 月（距隧道全线贯通已 14 个月）上行线

隆起量最大值约为 8.9 mm。从 2000 年 7 月开始，

由于黏土的固结作用，初期隆起的隧道逐渐开始沉

降。 
隧道的差异沉降对于隧道的运营及安全至关重

要。图 5 标出了 2 号线沿线坡度最大的 4 个位置，

其坡度大小分别为 0.11%、0.09%、0.08%、0.13%。

隧道坡度（亦称角变形）是指隧道两点间差异沉降与

其之间距离的比值。Grantz[2]在对美国贝敦（Baytown）



  3732                                      岩    土    力    学                                   2012 年 

沉管隧道的监测中发现，角变形约为 0.16%处的隧道

接缝发生了渗漏。但 2 号线隧道坡度均小于 0.16%，

尽管 2 号线隧道接缝处能够承受的最大角变形尚不

明确，但其随时间不断增大的趋势应该引起足够的

重视。 

5  隧道施工及循环荷载的影响 

软土中隧道开挖不可避免会引起周围土体的扰

动而导致沉降，同时盾尾注浆材料的固结也会引起

地表和隧道沉降。Lee 等[8]对 2 号线人民广场附近

盾构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进行了监测，发现施工过

程中隧道上方的地表沉降大都发生在盾构机通过监

测断面后的 60 d 内，因为采用了同步压力注浆，所

以这一阶段的沉降主要是由浆液及扰动土体的固结

引起的。随后由于扰动土体的次固结，地表沉降有

少量的增加。在盾构通过后的 2 个月内，浆液和扰

动土体的主固结基本完成，软土次固结对地表沉降

的影响很小。盾构通过后的 3 个月后，地表沉降仅

为 25 mm。由此可以看出，仅凭盾构施工引起的浆

液及扰动土体的固结并不能解释监测开始后 2 号线

隧道沉降一直发展，人民广场附近上行线的最大长

期沉降（7.5 a）高达 144 mm 这一现象。 
地铁运营过程中，隧道及其周围软黏土必然会

受到列车运行所产生的循环荷载的作用。为了研究

列车循环荷载对软弱黏土压缩特性的影响，刘明[9]

对取自上海某基坑 10 m 深的原状黏土进行了不排

水循环三轴试验。在较低的循环荷载下，试样轴向

应变在 1 000 个循环后基本趋于稳定，最终的轴向

应变小于 0.05%。而 2 号线列车产生的循环荷载小

于试验中采用的循环荷载[10]，因此，列车循环荷载

的作用有限，也不可能是引起 2 号线隧道沉降的主

要因素。 

6  地下水开采引起的软土及承压含水

层次压缩的影响 

上海地下水开采历史已有百年之久，主要为维

持工业及经济发展所用。但由于管理无序，地下水

开采量逐年增大，使上海饱受地面沉陷的困扰。如

前所述，2 号线隧道埋深仅为 13 m，从承压含水层

抽取地下水势必会引起相应含水层（砂层）及黏土

层的固结压缩，进而引起 2 号线隧道的沉降。为了

研究抽取地下水是否为引起 2 号线隧道长期沉降的

主要因素，对陆家嘴站隧道沉降以及附近的 F 点不

同土层沉降进行了分析（陆家嘴站及 F 点的相对位

置如图 1 所示）。根据距 F 点最接近的 BH3的钻孔

资料，F 点的地质剖面如图 3 所示，下文中隧道长

期沉降的分析均以该地质条件为准。F 点安装了测

压管及分层沉降标以监测承压水位变化及各土层压

缩量。 
6.1 F点实测承压水头及土层压缩 

1965 年以前，上海地区地下水开采主要集中在

第 2、3 承压含水层，为了减小地表沉降，1965 年

开始主要开采层转为深层的第 4、5 承压含水层[11]。 
图 6(a)为1985－2007年F点各承压含水层实测

水头埋深的变化曲线。1985－1990 年间第 1～3 承

压含水层水头大小相近（约地表下 1 m）且保持不

变，由此可知，地表以下 160 m 范围内实测水压力

接近静止水压力。1990 年之后，由于开采量的不断

增大，含水层水头逐渐下降，到 2007 年水头下降至

地表下约 5 m 处。而第 4 含水层 1985 年的水头位

于地表下 13 m 处，因为第 4 含水层是当时最主要

地下水开采层。随后第 4 承压含水层水头急剧降低，

1997 年水头下降至地表下 32 m。由于对开采量进

行了控制，1997 年以后水头逐渐升高，特别是 2004
－2007 年间水头上升了 4 m。 

图 6(b)为 F 点各土层压缩量随时间的变化曲

线，括号中数字显示了各土层的厚度。如图所示，

第 1～3 承压含水层压缩量随时间线性增大，与图

6(a)中水头变化基本一致。第 4 含水层的压缩量远

大于其他土层，与这一层较大的水头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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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测土层压缩 

图 6  F点实测承压水头及土层压缩 
Fig.6  Measured pressure head of each aquifer  

and compressions of soil layers at locatio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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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 4 含水层水头在 1985－1993 年间下降了    
9 m，但砂层压缩量只有 15 mm 且随时间线性增大，

与前三个承压含水层的变化规律相同。而 1993－
2007 年 间虽然水头仅下降 4 m，但砂层的压缩却

达到了 203 mm。尤其是 1997 年后第 4 含水层水头

下降趋势已得到控制，并略有回升，但砂层仍呈持

续压缩的状态。第 4 含水层压缩量的突然增大可能

由这一砂层的塑性变形产生。 
6.2  软弱黏土层的次压缩 

如前所述，2 号线隧道恰好位于软弱黏土层内。

为了研究上海软弱黏土层的次压缩特性及其对隧道

长期沉降的影响，对取自上海某基坑 8.5～15.5 m
深度范围内的原状土样进行一维固结及长期压缩试

验。固结试验试样直径为 69 mm，高为 19 mm。共

进行了 6 组试验，包括 2 组常规固结试验及 4 组长

达 70 d 的长期压缩试验。同时为了比较，还进行了

1 组重塑土样的常规压缩试验[12]。 
次压缩系数被广泛用于评价土体的次压缩特

性。次压缩系数  可以定义为 

/ lg
1 1 lg
C e t

e e t






  

  
  

      （1） 

式中：C 为主固结完成后 e- lg t 曲线的斜率，即 
/ lgC e t    ；e 为孔隙比； 为竖向应变；t 为时

间[13]。图 7 为基于一维常规压缩及长期压缩试验的

上海软黏土次压缩系数与天然含水率的关系曲线。

与其他 13 种天然土体相比，上海黏土的次压缩系数

相对较小。Mesri[13]将土体次压缩系数大小划分为极

低至极高 6 个等级。从图中可以看出，上海软弱黏

土的次压缩系数主要分布在 0.2%～0.8%，按照

Mesri 提出的土体次压缩分类标准，上海软黏土可

以划分为低至中等压缩性土。Liu 等[14]在对上海某

深基坑的监测中发现基坑附近的地表沉降在开挖后

的60 d内主要是由超孔隙水压力消散而非软土次固

结（蠕变）引起的。这与一维固结试验的结果基本

相符。同时 Lee 等[8]对 2 号线人民广场附近隧道的

监测也证明上海软黏土次压缩对地表及隧道沉降的

影响不大。根据以上室内试验及现场监测结果，有

理由相信上海软黏土的次压缩并非引起隧道长期沉

降的主要原因。 
6.3  地下水开采引起的承压含水层的次压缩 

众所周知，引起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是地

下水开采[11, 15]。考虑到第 4 含水层压缩远大于其他

土层压缩，因此，有理由相信第 4 含水层的持续压

缩是引起隧道长期沉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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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上海黏土与其他天然黏土的次压缩系数对比曲线[12] 
Fig.7  Comparison of coefficient of secondary compression 

between Shanghai Clay and other natural soil deposits 

 
图 8 为各承压含水层压缩量与竖向有效应力关

系曲线，各砂层平均竖向有效应力由承压含水层水

头变化（见图 6(a)）估算得出。如图所示，第 1～3
承压含水层压缩量大致随着竖向有效应力增大而线

性增加，说明前 3 个砂层为弹性压缩。据 Shi 等[11]

报道，1965 年第 2、3 承压含水层水头下降到历史

最低位（地表下 30 m），随后逐渐回升至地表下 5 m
左右。从图 6(a)可以看出，1985～2007 年间第 2、3
含水层水头均未超过历史最低水头，因此，这两个

砂层应力始终位于弹性区域内。随着水头的下降，

有效应力不断增大，含水层砂层发生弹性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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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实测承压含水层压缩量-竖向有效应力关系曲线  

Fig.8  Relationships of measured compression  
and estimated vertical effective stress  

of each aquifer from 1985 to 2007 

 
第4含水层在1985－1993年间也表现出弹性压

缩（见图 8 小图），但 1993 年后砂层的压缩突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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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第 4 含水层历史最低水头为地下 21 m[11]，随着

开采量的增加，1993 年水位下降至地下 22 m，低

于历史最低水位。因此，该承压含水层的竖向有效

应力超过了砂层的屈服应力，砂层开始塑性变形。

据此，可以估算出第 4 承压含水层的平均屈服应力

约为 2 174 kPa。1993－1997 年随着水头的下降，有

效应力不断增大，砂层发生塑性压缩。1997－2004
年由于限制了开采量，第 4 承压水层水位有所上升

（见图 6(a)），导致该砂层有效应力基本不变，甚至

在 2004 年之后有所减小。在此期间第 4 含水层不但

没有出现回弹、反而产生了持续压缩，这说明第 4
含水层不但有塑性变形还有与时间有关的次压缩

（蠕变）变形。 
如果 F 点第 4 含水层确实发生了次压缩变形，

那么这一特性是否是上海地区第 4 含水层的普遍性

质？图 9 为上海地区不同地点第 4 含水层的压缩曲

线。如图所示，3 个不同地方的压缩曲线非常相似，

屈服应力大致分布在 2 174～2 205 kPa 范围内。显

然，与过去认为承压含水砂层的弹性变形不同，这

些地点砂层的变形不仅包含了塑性压缩而且还有次

压缩变形。张云等[16]在上海其他地区也发现了类似

的现象。因此，上海某些地区第 4 含水砂层具有明

显的次压缩特性，所以较大的隧道长期沉降可能主

要由第 4 含水层的次压缩变形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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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上海地区不同地点的第 4 含水层压缩曲线 

Fig.9  Comparison of compressions of aquifer IV at 
various locations in Shanghai 

7  隧道长期沉降的预测 

较大的隧道沉降不仅会危及地铁系统的安全运

营，而且还会影响隧道上方的建筑物的使用。若能

预测隧道长期沉降的发展趋势，将能帮助岩土工程

师采取有效措施以减缓沉降的不断发展。Fujita[17]

指出，盾构通过后任意时刻 t 隧道上方地表长期沉

降 td 可用如下双曲线公式表示： 

t
t

a bt
 


               （2） 

式中：a 为 t 和 / tt  线性拟合曲线在纵坐标上的截

距；b 为该拟合曲线的斜率。 
Tan 等[18]指出，双曲线公式对于预测黏土、砂

层夹杂的复杂土层的地表沉降同样适用。如前所述，

2 号线隧道沉降主要是由地下水开采引起的黏土及

承压砂层引起的，且隧道埋深较浅，因此，隧道沉

降应与地表沉降具有相似的规律。式（2）可以改写

为 / tt a bt   ，本文用该式预测 2 号线隧道长期沉

降。a、b 分别是初始沉降速率和隧道最终沉降的倒

数，因此，根据该双曲线公式，隧道的最终沉降为：

u 1/ b  。 
图 10 为 2 号线近人民广场站（6.1 km）及陆家

嘴站（8.7 km）隧道的长期沉降。因为目前关于隧

道沉降的实测数据较少，图中用台北地铁盾构施工

后地表长期沉降作为比较。如图所示，上海 2 号线

两处截面隧道沉降明显大于台北地铁，且呈不断增

大的趋势。2 号线拟合参数 a、b 也与台北地铁隧道

存在较大差异，可能与其地质条件不同有关。根据

双曲线公式，人民广场和陆家嘴处隧道的最终沉降

分别为 333、250 mm。而在 2007 年 5 月（距监测

开始 7.5 a）时两处的沉降仅为 144、113 mm，分别

占最终沉降的 43%和 45%。而第 4 含水层的压缩量

就占到实测隧道沉降的 75%左右。由此可以看出，

若维持目前地下水开采量，2 号线隧道沉降量将会

持续增大，可能会严重危及地铁的安全运营。因此，

目前减缓 2 号线隧道的沉降当务之急是要合理控制

地下水开采，特别是第 4 承压含水层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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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 号线隧道长期沉降预测 

Fig.10  Prediction of long-term tunnel settlement of Line 2 

 
2 号线隧道沉降速率在 2004 年后有减小的趋

势。如近人民广场站，1999 年 12 月后的 4.5 a 内隧

道沉降了 83 mm（18.4 mm/a）；2004－2007 年间，

隧道沉降从 83 mm 增大到 113 mm（10 mm/a）。隧

道沉降速率的减小与上海对地下水开采采取了严格

的限制措施有关，说明目前采用的地下水回灌措施

能一定程度上减缓隧道的长期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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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  论 

（1）上海地区第 4 含水层变形不仅包含塑性变

形，同时还具有与时间有关的次压缩（蠕变）变形。

相较于软弱黏土层，抽取地下水引起的第 4 承压含

水砂层的次压缩尤为明显。 
（2）地下水开采引起的黏土层和承压含水层压

缩是引起上海地铁盾构隧道长期沉降的主要因素。

特别是第 4含水层的压缩约占隧道沉降的 75%左右。 
（3）合理控制地下水开采，特别是第 4 含水层

的开采对缓解隧道长期沉降至关重要。目前上海地

区采用的地下水回灌措施能够一定程度上减缓隧道

的长期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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